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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全球性的语种文学华文文学，海内外学界目前有两种主要的命名方式，一种以中国大陆

学者为主，倾向于将这种文学命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另一种以海外学者为主，热衷于把这种文学命名为“华

语语系文学”( sinophone literature) 。本文通过对“世界华文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两种命名的历史梳理和

特征概括，对两者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通过对新加坡华文文学( 新华文学) 重要选本的解析，阐释

了“新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两种不同文学谱系下的处境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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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华文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产生与 1986 年 7 月在德国君斯堡( Guenzburg) 举办的一个国际会

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 Literature”密切相关———最初的构想则来

自更早的 1985 年，那年春天，来自大西洋两岸的两位学者马汉茂和刘绍铭在美国进行过一次讨论:

能否把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华文文学放在一起进

行学术研讨———这个由德国汉学家马汉茂( Helmut Martin，德国鲁尔大学教授) 和美国学者刘绍铭

( 时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 合作主办的会议，其中文名称被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汉译为“现代华

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经由这次会议的启发和作为后续的会议成果，1987 年，《世

界中文小说选》( 上、下) 由时报出版公司( 台湾) 出版。该小说选由李陀( 中国大陆) 、王德威( 中国

台湾 /美国) 、黄维樑( 中国香港) 、王润华( 新加坡) 、姚拓( 马来西亚) 、施颖洲( 泰国) 联合编选。
1988 年 8 月，王润华又在新加坡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 东南亚华文

文学”(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 ，对于为何用“大同世界”这个译法，王润华有个解释:

“我这里所用‘大同世界’一词，是借用刘绍铭的翻译。他把‘大英共和联邦’( British Common-
wealth) 中的共和联邦加以汉化，因此成为‘大同世界’。目前在许多曾为殖民地的国家之中，一种

用英文创作的英文文学已成长起来。这种文学目前称为‘共和联邦文学’。因此同样地，世界各国

共同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譬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以及欧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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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也可称为‘华人共和联邦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①虽然王润华这篇文章收到

书中正式发表时已是 1994 年，但他 1988 年在新加坡举办“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 东

南亚华文文学”时，已沿用“华文文学大同世界”这一说法，说明不迟于 1988 年他就有了“世界华文

文学”的想法。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提法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记录，是 1991 年在香港由香港作联、《香港文

学》、香港联会出版集团( 《香港商报》) 、岭南学院联合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提出来的。
在这次会上，当时的《香港文学》总编辑刘以鬯在发言中提出“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到了一

个新的阶段，很应该加强这一世界‘内部’的凝聚力。我们要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

动”，“因为华文文学活动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华文文学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

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已形成一个体系，各个国家的华文文学应该加强联系，彼此互

动”，就是在这次会上，经曾敏之先生提议，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筹委会———尽管“世界华文

文学联会”直到 2006 年 12 月才在香港正式成立②。
1992 年在 11 月，台北召开了首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 同时成立了“世界华文作家协会”，而

“亚洲华文作家协会”早在 1984 年即已成立) ，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在成立时发表宣言，“认为唯有华

文作家以包容的、宽阔的胸怀，在世界各地互信互爱，团结一致，努力创作，才能让华文文学展现出

中华文化的真善美，才能开创华文文学的新纪元”。
1993 年 8 月，“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第六届) 在江西庐山召开; 1994 年 10 月，王润华出

版《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 1994 年 11 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在云南玉溪成立

( 第七届) ; 1995 年 12 月，新加坡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 2002 年 5 月，“中国世界华文

文学学会”在广州成立; 2005 年、2007 年和 2009 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分别在广东增城、河
南焦作和江苏徐州召开了三届“世界华文文学( 高峰) 论坛”。2007 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开办

了“世界华文作家网”; 2013 年 12 月，“世界华文作家联合会”在香港成立。
通过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形成过程的回顾，我们发现“世界华文文学”由海外( 华人和

非华人) 学者最先提出，经过中国香港、台湾学界( 创作界) 的推动，最终在中国大陆学界蔚为大

观———也就是说，“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是一个凝聚了海内外学者的集体智慧和一定共识，在

历史中形成的概念。
当然，由于所处位置和各自的出发点以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世界华文文学”的“能指”

( signifier) 出现之后，对其“所指”( signified) 的理解却出现了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不同

的看法:

( 一) 就“世界华文文学”的内容和范围而言③

( 1) 王润华、张炯、胡经之、许翼心等学者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应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即世界华文

文学 = 中国大陆文学 +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
( 2) 陈公仲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即世界华文文学 = 中国大陆文学 + 台港澳

暨海外华文文学，但研究重心，不包括中国大陆文学，而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
( 3) 刘登翰、陈映真则提出世界华文文学不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即世界华文文学 = 台港澳暨海

外华文文学。
( 4) 陆士清则认为，世界华文文学不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和台港澳文学，即世界华文文学 =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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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润华:《从亚洲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收入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

员会 1994 年版，第 252 页。

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成立感言》，《华文文学》2007 年第 3 期。

以下所引学者的观点，请参看他们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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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 /外国) 华文文学。
( 5) 海外学者李有成认为，其实并无世界华文文学这回事，它是想象、建构的结果。①

( 二) 就“世界华文文学”的语言、位置和文化关系而言

( 1) 陈贤茂认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和华人

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2) 刘以鬯认为，华文文学应是广义的华文文学，除了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的华裔作家与非华

裔作家外，还包括用外文作为表达工具的华人作家与汉学家。
( 3) 饶芃子、费勇、陈公仲等学者则指出，世界华文文学是一种语种文学。
( 4) 刘登翰、许翼心强调，中国大陆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关系表现为: 中国大陆文学为“核心

与主体”，是“母体与源头”。
( 5) 海外学者周策纵、王润华则提出，“双重传统”( Double tradition) 与“多元文化的文学中心”

( Multiple literary Centers) 。
( 6) 笔者则将“世界华文文学”定义为，是以中文 /华文为书写载体和创作媒介，在承认世界华

文文学的历史源头是来自中国文学，同时也充分尊重遍布在世界各地的中文 /华文文学各自在地特

殊性的前提下，统合中国( 含台港澳地区) 之内和中国之外的所有用中文 /华文创作的文学，所形成

的一种跨区域跨文化且复合互渗的文学共同体。②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世界华文文学”，其范围包含中国( 大陆 + 台港澳) 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

( 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华文文学) 。其书写文字为华文，其源头是中国文学，其立场是尊重、肯
定所有不同国家、地区和区域华文文学的在地性，并以此作为衡量不同国家、地区和区域华文文学

价值的重要标准，其基本特点是跨区域和跨文化且复合互渗，其作为一个整体是个华文文学的共同

体 /大同世界。
几乎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同时出现的，在海外学界还有一个 sinophone( 汉译为“华语语

系文学”) 概念。sinophone 这个词最早由西方学者 Ｒuth Keen 在 1988 年首次使用，他用 sinophone
communities 来定义包含“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在内的中文

文学，后来 sinophone 经由史书美的系统阐释、理论提升和王德威的“汉化”，逐步向汉语学界“蔓

延”并有所“发展”，进而成为汉语学界研究华语 /华文写作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这个“华语语系

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在出现之初并非没有交集，后来在汉语学界力倡“华语语系文学”的主要

学者王德威，也是 1987 年时报版《世界中文小说选》的编选者之一; 而陈鹏翔在 1993 年 5 月发表的

一篇文章《世界华文文学: 实体还是迷思》③中，也曾经提到“sinophone”( 华语风) 一词———这使得在

一篇文章中，“世界华文文学”和“sinophone”( 华语风) 两个概念还曾同时出现过。在这篇文章中，

陈鹏翔认为“我想象中的‘世界华文文学’应只是一个松弛的概念，像英语风、德语风和法语风一

样，在这概念之下，各地区的华文文学与母体的台湾文学、中国文学应该是大中心与小中心的辩证、
互动关系，而不应是中心与边陲、主流与支流这种含有霸权的、主宰的关系”④，在文章中他甚至认

为“如果世界华文文学是华语风，则我想它应是一个松动的结合体，一个跟其他文学世界构成众声

喧哗的标签”⑤，也就是说，在陈鹏翔的心目中，“世界华文文学”与华语风( sinophone) “能指”虽然

不同，但它们其实可以是同一个“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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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有成:《世界华文文学: 一个想象的社群》，( 台湾) 《文讯》1993 年 1 月号。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 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共同体》，《香港文学》2013 年 5 月号。

陈鹏翔:《世界华文文学: 实体还是迷思》，( 台湾) 《文讯》1993 年 5 月革新第 52 期。

陈鹏翔:《世界华文文学: 实体还是迷思》，( 台湾) 《文讯》1993 年 5 月革新第 52 期。

陈鹏翔:《世界华文文学: 实体还是迷思》，( 台湾) 《文讯》1993 年 5 月革新第 5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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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世界华文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 华语风) 曾经有过交集甚至“合二为一”，但最终它

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从总体上看，目前海外学者比较热衷于用“华语语系文学”概念而大陆

学者则倾向于用“世界华文文学”的说法，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非常复杂，这里有海外学者在

西方主流学界寻求“创新”和“突破”的企图和冲动，也有争夺理论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博弈的学术政

治，但我在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 sinophone literature 的理论建构者史书美，还是“华语语系

文学”的推动者王德威，虽然他们俩的“华语语系文学”立场有所不同，内涵也有差异，但他们都是

以“解中心”为诉求，力图消除 /解除“( 大中国) 中心 /四海归心 /万流归宗”。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

学”概念将中国文学排除在外，建立在以“分解”/解构为核心的后殖民理论基础之上，其潜在的解

构对象，是针对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和大中华的“中国性”; 王德威( 正是他将 sinophone literature
汉译为“华语语系文学”) 的“华语语系文学”，一方面将“中国大陆”文学纳入“华语语系文学”的范

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毋需“浪漫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万流归宗式的说法。在同文同种的范畴

内，主与从、内与外的分野从来存在，不安的力量往往一触即发，更何况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

一气的愿景每每遮蔽了历史经验中断裂游移、众声喧哗的事实。以往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往往被

视为祖国文学的延伸或附庸。时至今日，有心人代之以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以示尊重各别地区的

创作自主性，但在罗列各地样板人物作品之际，收编的意图似乎大于其他”①。
较之“华语语系文学”的“分解”特性，“世界华文文学”则是以构建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共同

体”/“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为追求，以描绘跨区域跨文化并且彼此之间复合互渗的华文文学作为

一个文学共同体的整体样貌、区域特色、彼此互动互渗的形态为目的。如果说前者注重“分”( 本

土) ，后者则关切“合”( 大同) ; 前者强调区域特性，后者则聚焦总体观照; 前者是一种“挣脱”和“外

散”; 后者则是一种“凝聚”和“内敛”。

二、新加坡华文文学:《备忘录》

《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两位教授柯思仁、许维贤主编，

共收录了新加坡不同历史时期的华文小说 22 篇，时代跨度从 20 世纪 40 年代至 21 世纪。新加坡华

文文学( 简称“新华文学”) 如果放在“华语语系文学”的“系列”中看，它似乎是“华语语系文学”这

个文学“家族”中具有“独立”性的一支或一“系”，从“国别”属性上来看，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放

在“文学”属性中看，新华文学与中国文学、新华文学与马华文学的纠葛却自始至今。新华文学的

诞生，是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海外延伸，当年的侨民文学( 移民文学 /华侨文学) ，自可视为中国文

学的海外形态，随着“南洋色彩”( “南洋文艺”) 和“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倡、本土意识”的增强，马

( 新) 华文学逐步从中国文学中剥离出来，成为有别于中国文学的在地文学( 马华文学 /新华文学) ，

然而，此后的马华文学 /新华文学虽然已不再是中国文学中的海外“侨民文学”，可是它( 们) 与中国

文学的联系却割舍不断。首先，它( 们) 使用的文字( 华文) 与中国文学一样，都是汉字( 华文) ，因

此，附着 /编码在汉字上的中华文化信息 /符号，自然会通过汉字( 华文) 留存在马华 /新华文学中，对

马华 /新华文学产生“与生俱来”/“天然”的影响; 其次，中国文学( 从古代到现代) 中的重要作家和

作品、思潮和流派，是马华 /新华文学模仿、学习、借鉴的主要对象，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对马华 /新华

文学的影响，从观念到主题、从语言到结构、从修辞到人物形象，可谓无处不在; 再次，马华 /新华文

学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无疑已发展出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 属性) 和自己的风貌

( 风格) ，但它对中国文学的“致敬”却从未停止———这种“致敬”，既可以是对华文的念兹在兹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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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 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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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化运用，也可以是对从古至今中国文学中重要作家 /作品的互文和拟写、改写和重 /再写———就在

这本《备忘录》中，我们就看到了新华作家梁文福、杜南发对鲁迅的致敬; 姚紫、张挥对鲁迅、郁达夫、
胡适、老舍、徐志摩的致敬; 迈克、孙爱玲对张爱玲的致敬; 英培安对白桦的致敬; 希尼尔对西西的致

敬。而在赵戎、威北华、苗秀、潘正镭等人的作品中，他们以“新华文学”的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中

的左翼传统和写实主义文学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梁文福的《獍，有此事》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互文”底本，“仿照”《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视

角，从少年“獍”的角度，以亦兽亦人的语气( 仿佛“狂人”亦正亦狂的语气) ，写出了它( 他) 的“吃

人”冲动和“被吃”恐惧( 正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相似) 。梁文福的这篇小说，不但在总体立意

( “吃人”与“被吃”) 和艺术手法( 写实与象征的结合) 上，受到了鲁迅《狂人日记》的深刻影响，就是

在一些经典文句上，也直接采自 /仿自《狂人日记》，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没有被吃的母亲，

或者还有”、“救救母亲”( 《狂人日记》中的原话为“没有被吃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等。
如果说梁文福的《獍，有此事》以“互文”的方式表达了对鲁迅的敬意，那么杜南发的《玻璃世

界》则以一种“化用”的方式对鲁迅著名的“铁屋子”意象进行了“改写”，并以此表明了自己对鲁迅

的继承。《玻璃世界》中的“他”觉得“整个世界就像四面玻璃，巨大透明而且立体”，而在这个“紧迫

得叫人难受得几乎发狂”的“窄小空间”里，“在这四重玻璃的包围下”，他“竟然是自由的”———然而

这种“自由”又是十分“受限”的，因为“那层玻璃总是跟着他行动，如影随形的，总是在那儿，在离他

眼前不到一寸的地方，只要他呼一口热气就马上可以感觉到”，在这层玻璃的包裹下，“他”成了“玻

璃人”并且“他”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其实也都是“玻璃人”———作为一个在“玻璃世界”
中“清醒”的“玻璃人”，他“切肤地感觉到这世界铁青而且冰冷的面孔”。虽然在《玻璃世界》中的

“玻璃人”比起鲁迅的“铁屋子人”多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色彩( “他”对“存在”的状态、意义和价值

的追问和思考，是《呐喊·自序》中的“我”所没有的) ，但“他”的本源，无疑源自鲁迅《呐喊·自序》
中流淌着的那种思考世界和看取世界特有方式的“血脉”。在姚紫的《夜茫茫》和张挥的《白笑与阿

祥》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现代作家( 鲁迅、郁达夫、胡适、老舍、徐志摩、沈尹默、刘半农、陈绵、汪
敬熙等) 笔下出现的“人力车夫”形象，在“新华文学”中有了新的延伸和变异。如果说鲁迅的《一件

小事》，表达的是知识者在劳动者面前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的自省; 胡适的《人力车夫》
和徐志摩的《谁知道》呈现的是知识者对劳动者既同情又无助的复杂情愫; 郁达夫的《薄奠》昭示的

是知识者对劳动者艰苦生活和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 老舍的《骆驼祥子》揭示的是劳动者( 人力车

夫) 祥子挣扎奋斗却终究归于失败的人生悲剧，那么姚紫和张挥则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力车

夫”情结和“人力车夫”形象在“新华文学”中进行了新的组合和重装: 虽然姚紫的《夜茫茫》不但带

有明显的郁达夫小说《茫茫夜》的命名痕迹，而且也隐含着《薄奠》中“人力车夫 + 女性”的模式，但

姚紫毕竟在人物关系上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去掉了《薄奠》中的知识者“我”，而直接表现同为劳动

者的人力车夫和女性间的温情关系; 张挥的《白笑与阿祥》在表现人力车夫和女性间温情关系的同

时，还代入了人力车夫和女性同为“南洋大学”募集基金的社会意涵———相对于姚紫的《夜茫茫》单

纯表现男女之间的微妙情感和受压迫阶级的悲苦，《白笑与阿祥》在表现( 单方面的) 男女之间微妙

感情之外，呈现的“南洋”色彩更为浓烈( 为“南洋大学义踏”只会出现在新加坡) ，具有的社会性( 为

社会出力) 更加强烈。
这种既受惠、继承和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成果和传统，同时又有所变异、改进并融入本地

( “南洋”、新加坡) 色彩和立场的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新华文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中

国现代文学进行着时空差异后的回响和观照———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血脉”，已成

了“新华文学”的“胎衣”和 DNA，虽然“新华文学”是个新生儿，与中国现代文学已然两分，但在它

的形貌特征上，却依然可以看出两者的形似或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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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迈克和孙爱玲对张爱玲的沿袭、英培安对白桦的化用、希尼尔对西西的承

续。迈克的《黯然记》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张爱玲的《惘然记》，张爱玲擅长也是其作品中的一大基调

“苍凉的手势”，我们在迈克的《黯然记》中赫然可见，在这篇表现异性恋女子芙蓉和同性恋男子何

锦明暧昧情感的故事中，人生的无奈，用张爱玲《惘然记·序》中的一句话来解释可能最恰当不过:

“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从张爱玲的“惘然”
到迈克的“黯然”，其中既有遗传也有变异，两者之间的“血脉”联系，清晰明了。

如果说迈克对张爱玲的“遗传”，是一种命名学和内在精神实质的沿袭，那么在孙爱玲的《碧螺

十里香》中，孙爱玲对张爱玲的承袭，就是一种文字风格上的眉眼神似。张爱玲小说的动人之处，除

了人物鲜明生动和故事平凡中寓奇崛之外，她的文字风格和修辞手段，是形成“张爱玲风”的一大

要素，“新旧文字的糅合”①是论者对张爱玲小说文字风格的评断，而在我看来，文字的精巧、锐利和

贴切，才是张爱玲小说语言自成风格的根本所在。在孙爱玲的《碧螺十里香》里，我们看到了张爱

玲语言风格的遗留，在这段文字中，熟悉孙爱玲的人都能从中感受到张爱玲文字的神韵———虽然在

文字的功力上似乎她还难以与张爱玲比肩:

她们几个都已亭亭玉立，虽然穿的是赶着缝出来的直腰郁蓝色麻布旗袍，却是无比端庄，

脸上虽没有施脂粉，但气质沁人，在灵侧一点头，一鞠躬，绝不马虎……
张爱玲在新华文学中的影响力，当然不只体现在迈克和孙爱玲身上，其实在梁文福的小说世界

里，张爱玲的“影子”也时有闪烁。事实上“新华文学”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营养汲取和 DNA 继承，是

跨越不同时段和不同区域的，除了对 1949 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多有承袭之外，对 1949 年以后的

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文学的继承，也所在多有。在英培安的小说《不存在的

情人》中，“我”的“情人”培培的一句话“你爱你的国家，但国家爱你么”，针对的是新加坡的华人现

实，援引的却是中国当代作家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中女儿反问父亲的话( 《苦恋》中的原话为:

“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这一引用以及作品中“我”对培

培的反问“你也读过白桦的东西?”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对“新华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

不仅体现在英培安的小说《不存在的情人》与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这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更体现在这种“化用”是如此的浑成且与新加坡的当下社会十分贴切; 而希尼尔的《浮城六记》，也

显然受到了中国香港作家西西《浮城志异》的启发，在某种意义上讲，《浮城六记》是希尼尔针对新

加坡的社会现实，套用《浮城志异》的观察方式和书写形态，将新加坡比照中国香港( 作为“浮城”) ，

沿用西西的“浮城”命名，对《浮城志异》进行新加坡式的摹写、改写和重写。至于赵戎的《古老石

山》、威北华的《手》、苗秀的《太阳上升之前》、潘正镭的《沉船记》，则无论是故事题材、作品主题、人
物塑造、创作手法，都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沙汀、丁玲、张天翼、叶紫等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发现

某种“前世”痕迹的遗留———也就是说，新华文学中的众多作家，无论他们的文学观是注重人性挖

掘、形式探索，还是强调社会动能、现实意义，他们都曾得到过中国( 包括台港澳) 现当代文学的滋

养和哺育，虽然他们后来都脱胎换骨，成为外在于中国文学的“新华文学”作家，但他们文学“血液”
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DNA 基因，却伴随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在成长的过程中

形塑，在文学的世界中成像! 当他们在进行姿态各异、深具本土色彩的“新华文学”创作的时候，或

在不经意间( 集体无意识) ，或是有意识地自觉，他们都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 白话写作、方言表现、
人性挖掘、形式创新、左翼传统、写实方法) 流露出、表达出自己的异时空回响和新加坡式敬意。

就这部《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而言，编者认为“新加坡的华文文学，除了作为官方

建构的国家文学( 以四种官方语文为分类方式) 的环节之一，也可以被视为以华语语系书写的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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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写给新加坡人的备忘录( memorandum) ”，这种文学体现的是“一种为了遗忘而产生的文学，或

者一种一直跟遗忘进行抗争的文学”，①从书名确立和编选者的这段编辑动因自白中，不难看出，这

本《备忘录》其实带有一种强烈的活化石感和悲凉感。
“新华文学”所具有的这种活化石感和悲凉感———“马华文学”或许 ( 将来) 也会有同样的

“感”，是同“新华文学”( “马华文学”亦然) 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的，虽然“新华文学”在新加坡文学

生态 /环境中，数量巨大，成就不低，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华文学”/“马华文学”是一种在当地( 新

加坡、马来西亚) 无根 /漂浮的文学，“新华文学”( “马华文学”) 在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有一种上

不入天( 不是中国文学) 、下不着地( 在所在国的文学地位十分尴尬、可疑) 的悬浮特性———如果说

新加坡是“浮城”，那么“新华文学”就是“漂 /悬浮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其存在如果把它视为“华

语语系文学”中的一“系”，那么从时间上看，它可以说“前无古人”( 源自中国文学) ，将来是否“后

有来者”也颇不乐观、明朗; 从空间上看，它有国别属性，却无( 缺乏足够的) 文学地位; 从时间轴上

看，“新华文学”/“马华文学”是样本化的( 活化石) ; 从空间轴上看，“新华文学”/“马华文学”是漂

( 悬) 浮性的。“新华文学”/“马华文学”的样本化和漂浮性，决定了它们的悲凉感!

就此而言，如果在这个时候还去强调“新华文学”( “马华文学”) 的“华语语系”特征，无疑是强

化、突显了它( 们) 的“样本化”和“漂浮性”特性，因为在突出它们的本土特性的同时，它们的这种样

本化和漂浮性特征得以放大，悲凉感也更为深重。然而，如果把“新华文学”( “马华文学”) 放在“世

界华文文学”的总体框架下来认识，那么它们就落到了实地，找到了归宿，因为，在“世界华文文学”
的视域中，“新华文学”本来就是“边界模糊”的，历史上它与“马华文学”的彼此重叠和难以分割，现

如今它与“马华文学”和“新移民”作家的复合互渗，都使“新华文学”难以真正做到边界明晰，作为

一个华文( 语言) 文学社群，“新华文学”其实具有一种弥漫性、游移性、包容性和与他者( “马华文

学”) 的重叠互渗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总体观下来看取“新华

文学”，就会发现，此时如果把“新华文学”的“样本化”理解成独特性或许依然存在，但“新华文学”
的“漂浮性”却就此消失———因为它们是“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文学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
只有放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这个文学共同体下面，“新华文学”( 包括“马华文学) 的本土性和独特

性，不但非常“实在”，而且还成为它们介入“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文学共同体时赖以存在的价值和

得以参与的基础———此时它们面对的，是“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文学共同体，而不是它们所在国家

的文学生态和文学政策。这时的新华文学( 马华文学) ，具有的就不是“备忘录”特性，而是“世界华

文文学”中的一方天地，而“世界华文文学”也因有了新华文学( 马华文学) 的介入和参与而丰富多

彩，更具价值!

［责任编辑 闫月珍 责任校对 池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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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柯思仁、许维贤:《华语语系在新加坡的备忘录》，作为“导论”收入［新加坡］柯思仁、许维贤主编: 《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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